历史、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叙事

——詹姆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介评※
摘要：詹姆逊认为，历史研究中必然遭遇“历史主义的困境”，以往的四种历史研究方法都无法解决这一困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模式”是一个主导符码，它可以打破历史阐释的“隐蔽封闭线”，从“客体逻辑”与“主体逻辑”两个角度解释“历史主义的困境”。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历史研究的绝对视域”，只有依据它才可以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的历史划分。需要指出的是，詹姆逊的“生产模式”受到阿尔都塞“历史多元决定论”的影响，除表示经济生产关系之外，它还包含文化和语言的生产，显然已不等同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而立基于此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也不再等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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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被公认为美国左派文坛的领袖。以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有人将他与德里达、哈贝马斯、吉登斯一起称为当代西方“四大思想家”，影响颇大。

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依然是当代对资本主义最具解释力的理论，尤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有效解释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的最好理论。詹姆逊借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的划分，并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当下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能够科学地解释历史，而且也只有它才可以解决历史研究中所谓的“历史主义的困境”。由此一来，历史、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詹姆逊的话语体系中具有了共同的叙事。而三者之所以可以串联在一起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研究的“绝对视域”，它是“贯穿一切学科的方法论”。
一、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困境”

詹姆逊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人们经常会遭遇“历史主义的困境”。何谓“历史主义的困境”？詹姆逊说到：“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本文，也不是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1]148也就是说，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和主导叙事，但问题在于，真正的历史永远是“不在场”的，我们直接接触的历史都只是文本形式或其他叙事载体。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必须对过去和现在之间是“同一”还是“差异”做出选择。如果我们认为当下与历史具有“统一性”，那么我们必然就是站在当下的立场上通过文本来经验地看待“缺场”的历史；如果我们认为当下与历史具有“差异性”，那么我们就无法找到从当下看待历史的合理性，因为两者不存在认识上的统一性。简而言之，“在场”与“不在场”，“当下”与“历史”的矛盾就是历史研究中必然碰到的两对矛盾，这就是历史主义的困境。毫无疑问，如何正确地看待历史主义的矛盾，是历史研究中的必然遭遇也是理论前提。
在詹姆逊看来，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案可以总结为四种，分别是“文物研究” （antiquarianism）、“存在历史主义”（existential historicism）、“结构类型学”（structuraltypology）和“尼采式反历史主义”（Nietzschean antihistoricism）。然而，这些方案都无法真正解决“历史主义困境”。其一，关于“文物研究”。它是对“历史主义困境”的直接否定。因为“文物研究”过于注重对于历史文本和文献的研究，法体现为一种强烈的经验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经验主义历史编篆学或曰文物研究便不是自身的第一立场，而是预先假定已经存在其它的历史观，把推翻其他历史观视为自己的立场和使命”[1]153-154。其二，关于“存在历史主义”。它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能否客观地看来“历史不在场”是其主要缺陷。它主张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恢复客观的事实，而是去“创造”新的历史，即把历史性的经验看作是历史学家的思维同过去的某一共时的文化相接触时所产生的审美体验。这意味着，历史学家的个人主体是历史的中心，历史是围绕主体而被组织起来的。这种历史研究法中的“人本主义”倾向，曾遭到过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者的批判。其三，关于“结构类型学”。它是与“存在历史主义”相对应的一种历史解释的方法。如果说“存在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学家个体的主观审美，那么，“结构类型学”则侧重于强调“客体”路线，即把过去的文化经验全部归纳为所谓的“深层的结构”，其根本目的不是如何解释历史，而是挖掘深嵌于文本内部的“深层结构”。毫无疑问，与“存在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相反，“结构类型学”强调历史本身的非人本主义色彩。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显然就属于这种历史解释学。其四，关于“尼采式反历史主义”。它是与“文物研究”相对立的历史研究法。同“文物研究”过于强调文献文物的重要性相反，“尼采式反历史主义”认为“过去从未存在过，只有现在是事实”，它倡导忘却历史而歌颂现在。这种研究方法肯定了现在对于历史的重要性，“肯定经典霸权哲学的对立面”，但同“文物研究”一样，仍然意味着历史知识只是对于文本的阅读而不是对于历史的事实认知，因此也失去了历史的深度感。詹姆逊认为，利奥塔就是这种历史解释学的代表。
二、历史唯物主义在解决“历史主义困境”中的语义优先权

詹姆逊认为，相比上述各种历史解释学，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无疑更具语义的优先权，只有它才可以真正解决“历史主义的矛盾”。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最优越的主导符码，即“生产模式”
，“生产模式”这一主导符码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研究中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詹姆逊说到：“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宣称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1]147-148可以看出，在詹姆逊看来，除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之外的所有历史阐释学，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都会被“隐蔽的封闭线”所封闭起来，而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由于立基于“生产模式”这样一个主导符码，就可以打破历史阐释的“隐蔽封闭线”，从而成为“历史研究的绝对视域”。
那么，“生产模式”这一主导符码是如何打破历史阐释的“隐蔽封闭线”的呢？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它修正了我们前面描绘出的循环圈；它假定一个既是相同又是差异的模式；它生产一种结构历史主义，这种结构历史主义取消了存在历史主义的利比多机制，把存在历史主义的利比多机制，置放到一个比结构类型学更为令人满意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逻辑概念之中。”[1]186
如果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詹姆逊对其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在他看来，“生产模式”这一主导符码可以从“客体逻辑”与“主体逻辑”两个角度解释“历史主义的困境”。首先，关于“客体逻辑”的解释。詹姆逊认为，解决“历史主义困境”中的“客体逻辑”问题，关键涉及到对“生产模式”做怎样的理解。一方面，“生产模式”不是某些线形状或进化论所说的“阶段”，它并不是单纯地指代具体的经济生产及其相关模式，“它们同时也表示出文化和语言（或符号）生产的具体和独特的模式（同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等在一起。）”[1]186这就是说，詹姆逊眼中作为主导符码的“生产模式”，不仅仅包括经济生产方面，也包括文化和语言生产等方面。另一方面，“每一个‘先进的’生产模式都包含着比它更早的生产模式，早期的生产模式必须被‘先进的’生产模式在其发展中所压制。早期的生产模式沉淀在现存的生产模式中。例如在资本主义里，比它更早的各种模式，和它们的各自异化形式和生产力，以各种层次和作废的方式仍然残留在资本主义之中。”[1]188这即是说，先进的“生产模式”内涵了以往所有的“生产模式”，实现了对它们的扬弃。不仅过去的“生产模式”存在于现在的“生产模式”中，而且将来的“生产模式”同样在当下模式中起作用，这一点可以从阶级斗争中的各种方式中察觉到。通过对“生产模式”所蕴含的历史连续性、共时性的分析，詹姆逊认为，“生产模式”的“客体逻辑”得到了解决，分析历史时历史与当下的“差异性”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其次，关于“主体逻辑”的解释。詹姆逊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重新阐释在历史主义的困境中“主体地位”问题。第一，要摆脱那种习惯性的看法，即认为我们同过往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个人主体关系。因为每一种对历史的阅读其实都是处在一种“生产模式”中阅读另一种“生产模式”。“我们必须试图适应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阅读行为、每一个局部阐释实践，都是两个不同的生产模式相互冲突和相互审查的媒介物。因此，我们个人的阅读成为两种社会模式的集体冲突的隐喻修辞。”[1]190第二，不是我们在评判过去，而是过去以其他“生产模式”的巨大差异来评判我们。“我们不再把过去看成是我们要复活、保存、或维持的某种静止和无生命的客体；过去本身在阅读过程中变成活跃因素，以全然相异的生活模式质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过去开始评判我们，通过评判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1]190第三，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反思”，而且也预见了未来的社会。“用我们上述的术语来说，它献身于实现未来或乌托邦生产模式。”[1]192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包括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冲动”，我们对过去的阐释中，也包含着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如此一来，历史研究中的“主体逻辑”问题也就解决了。
    詹姆逊总结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模式”理论才能真正地解决“历史主义困境”问题。他强调，正是“生产模式”这一主导符码，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了阐释历史的优先权；也正是“生产模式”，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超越各种学科的方法论，成为一种绝对的“视界”，它“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早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1]20。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但它却不是一种历史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很多的问题域，并涉及了很多的研究方式和内容，在解释历史时它固然很具合理性，但是如果将它之中很多特殊的问题统统概以历史哲学的名称，显然又是不太妥帖的。
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历史分期”
在詹姆逊看来，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研究中具有语义优先性，毫无疑问，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研究中它自然更具优先性。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是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唯一科学”。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本就是为了研究和剖析资本主义，而“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故而，历史唯物主义仍然保持着它的批判性。尽管在当下的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日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社会状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已发生巨大变化，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即资本无休止扩张的本性并没有变。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而且其固有的危机和矛盾也没有消失。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必然不断增加，其生产率自然也会不断提高，但它仍然要面临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规律，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仍然存在。詹姆逊引用恩斯特·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和乔万尼·阿里在《漫长的20世纪》中对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的批判，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尽管新技术的引进往往可以将资本主义从周期性危机中拯救出来，但恰恰又是由于这一点导致了整个危机体系的灾难性扩张。资本主义可以依靠“体系的扩张和新型的商品生产”暂时克服周期性危机，但却会导致进一步的体系性危机。总之，既然资本主义的本性与固有危机都没有改变和消失，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依然保持着对它的解释力和批判力。
    众所周知，詹姆逊的代表性作品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该文中，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据和阐释标准，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的分期，并对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对此他曾坦言，自己的资本主义分期理论，“从根本上讲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理论”[1]17。
197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出版了其产生巨大影响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相比以往时代，当下西方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变化的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的革命，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无疑可以成为历史划分的主要依据。贝尔进而以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程度为标准对人类历史进行了阶段划分。他将整个人类历史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当今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正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贝尔的这一理论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学术轰动，一起学者甚至认为，相比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划分方式，贝尔的历史划分更具科学性，也更具现代感。
詹姆逊明确表示不同意贝尔的历史分期理论。他认为，贝尔的历史分期主张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实际上，科技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最终决定因素。相比贝尔，詹姆逊较为赞同比利时经济学家恩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的观点。在该书中，曼德尔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和劳动这一轴心关系的发展，按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划分。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当今时代的资本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1]484。曼德尔的这一理论在西方左翼世界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詹姆逊认为，曼德尔的这一论述并未偏离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论述，相反还是对其历史理论的当代发展。因此，他主张批判贝尔基于科技发展水平的历史分期论，而赞同曼德尔基于资本与劳动这一轴心关系的历史分期论。詹姆逊认为，事实上，曼德尔基于资本与劳动这一轴心关系来看待历史，实质上即基于生产方式来看待历史及其阶段的划分，这一种论点无疑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众所周知，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将19世纪后半期之前以自由竞争为基本社会特征的资本主义称作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以垄断为基本社会特征的资本主义称作为垄断资本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基本符合，詹姆逊将以蒸气机的普遍应用为代表的及其之前的资本主义阶段称作为“市场资本主义”，将以电和燃油引擎的广泛应用为代表资本主义阶段称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将以电子仪器和核动力的广泛应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阶段称作为“跨国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这三个阶段分别与资本主义三次科技革命相对应。作为著名的文化批判理论家，詹姆逊又以其资本主义历史分期为理论基础，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形态进行了阶段划分。在他看来，在文化层面，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分别对应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因此，当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对后现代这一范畴争执不下的时候，詹姆逊独辟蹊径，以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提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当代发展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逻辑表现，不失是一种颇有理论深度的解析向度。
四、从“生产模式”到“历史多元决定论”：詹姆逊历史唯物主义论的内在逻辑进路与困境
以上可以看出，詹姆逊通过强调“生产模式”这一主导符码，认定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研究及解决“历史主义困境”方面具有语义的优先权。然而问题在于，詹姆逊的“生产模式”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其立基于“生产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及其历史观，自然也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理论。

詹姆逊的“生产模式”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认为生产方式是个历史性的范畴，是人类社会长时间历史凝聚和积累的结果，且“每一个生产模式都在结构上内含所有其他生产模式。”[1]188正如马克思在《致帕·瓦·安年柯夫》中指出的那样：“人们不能自由选者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3]532又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是一个统一的集体，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3]145。总之，在生产方式体现为历史的积淀，不同时期的生产方式可以共存于同一时期之中这一方面，詹姆逊的“生产模式”概念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是相似的。尤其他关于对“生产模式”的“客体逻辑”的解读即生产方式的现时缺场并不排斥其历时性，这一点可以解决“历史主义的困境”，在这一方面，他与马克思的理论是非常接近的。
詹姆逊的“生产模式”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试图超越经济生产层面，并赋予其文化与语言层面的“新内涵”。也就是说，詹姆逊的文本中所谓的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主导符码的“生产模式”，不仅包含经济发展和劳动技术的方式，而且包含文化生产和语言生产的方式。事实上，作为一名文化批判理论家，詹姆逊在其历史研究和社会评论中异常重视“文化”的重要性，甚至常常将其作为社会历史研究的主导性逻辑。这也恰恰表明了为什么他将后现代主义这一社会现象设定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表现，即他在研究思路上侧重于从文化逻辑层面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甚至赋予历史研究文化本体论的蕴义。
可以看出，詹姆逊的“生产模式”概念，深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而其在历史观方面的观点，很显然也受到了阿尔都塞“历史多元决定论”的影响。
阿尔都塞认为，如果人们坚持认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统一性只存在单一模式之中，即主张历史发展是基于“一元的”，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就会倒退到黑格尔的水平，甚至倒退到海克尔的水平。这是因为，“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例如社会形态，这是迄今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所真正致力的唯一对象）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整体（以及它的范畴、范畴的固定顺序）而产生的偶然演变，……如果不掌握它和思考它，也就永远不可能认识政治活动的可能性，不可能认识理论实践的可能性。”[4]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对于自己的“历史多元决定论”毫不避讳，并宣称这实际上恰恰是马克思本人的主张，只是后来的很多人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导致所谓“经济决定论”的出现。詹姆逊那里的“多元”，实际上与阿尔都塞的“多元”是一致的，都主张政治、文化、宗教等在历史发展中作为决定性因素之一而作用于历史的意义。
詹姆逊之所以赞同阿尔都塞“历史多元决定论”的原因在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建立“贴切精微”的概念体系，而如果不能在经济的“最终的”作用与上层建筑之间发现相互作用的中介网络和关联要素，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就会沦为一个空壳。他认为，直到二战后阿尔都塞才在这一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在他看来，阿尔都塞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多元决定”概念引入到了历史研究中，既承认生产方式和经济是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同时也认为政治、文化、宗教等其他因素也都是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力量。至于何种因素起决定作用，则要视具体的历史环境而定。詹姆逊认为，阿尔都塞的“历史多元决定论”不仅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方面视为有“半自律性”的领域，而且又把它们都归入到某种“结构整体”的终极同一性里，因此仍然具有决定论的特征。

在赞扬阿尔都塞的同时，詹姆逊认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也存在根本缺陷，即阿尔都塞没有看到阶级意识的历史作用。为此，他创造了“意识形态素”这样一个词汇，用以解决阿尔都塞不能在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之间找到真正的阶级性关联的难题。詹姆逊认为，“意识形态素就是社会阶级在本质上不相容的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他曾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举例进行了说明。他认为，19世纪的基本“意识形态素”是“愤懑”。在分别分析了尼采文本中的“愤懑”和英国小说家乔治·吉辛的作品中的“愤懑”之后，詹姆逊提出，弱者和处于困境中的人，由于没有力量攻击强者或者无法改变困苦的局面而“愤懑”，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愤懑”和不满，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群体或者更准确的说即阶级的“愤懑”和不满。可以看出，詹姆逊所说的“意识形态素”具有阶级话语的性质。他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素”这一概念，将意识形态与阶级（经济地位）联系起来考察，从而达到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相互贯通”，进而取得两者在结构上的互动性。

如果正如詹姆逊所说，阿尔都塞的历史研究方法属于“结构类型学”，而“生产模式”可以创造出比结构类型学更令人满意的结构历史主义，因此，基于“生产模式”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研究历史，就可以解决“历史主义的困境”。那么，詹姆逊一方面默认了阿尔都塞的“历史多元决定论”，并基于这一理论试图“扩充”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即“生产模式”除表示经济生产关系之外，还包含文化和语言的生产；另一方面，又提出只有借助于“具有阶级性联接意义”的“意识形态素”，才可以真正解决“生产模式”中经济与政治、文化等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非联系性”。这些实际上表明，詹姆逊本身也是一名阿尔都塞主义者，也是历史研究中的结构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更彻底的结构主义者，因为他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素”这个“螺丝”，将整个社会结构“拧成”一个更紧密、更具整体性的“社会整体框架”。除此之外，所谓的作为微观话语经验的“意识形态素”究竟如何将宏观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进行“阶级性关联”，詹姆逊也并没有说清楚。恐怕他也很难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将所谓的历史中“多元因素”之间的排列组合关系用“意识形态素”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就串联起来。即使真的生硬地串联在一起，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势必与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要大相径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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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姆逊的作品中，“生产模式”与马克思“生产方式”的英文都是“production mode”或“mode of production”。但鉴于詹姆逊的“生产模式”概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有所区别，故本文中将詹姆逊作品中的production mode译为“生产模式”。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詹姆逊早年曾留学法国，并深入研究过阿尔都塞的学说。在詹姆逊后来的著作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他对阿尔都塞学说的引用和评论。





